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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

区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口号①。当时许多

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对这一口号广为宣传。1948
年初，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一口号，指出“贫雇农

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通讯社、报纸或

广播电台对这一口号的宣传“是严重的原则性的

错误”，“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和

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②。学界有关解放区土地改

革的专题研究，在论及土改过程中出现“左”的偏

向时，几乎都会提及这一口号，但对这一口号的形

成及其影响没有专门的分析。土地改革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它不仅

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变

革和社会变革；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结

构和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农村的政权结构。因此，

土地改革既是一个“打江山”的问题，也是一个“坐

江山”的问题。“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口号的形成

以及后来对这一口号的批评与纠正，反映了中国

共产党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对政权问题的思考与探

索。本文拟在梳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口号的

形成及其对土改与建政的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中

国共产党在土改过程中是如何调整阶级关系，重

塑政权意识，进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全面领导的。

一、群众路线与贫雇农领导地位的形成

“打江山、坐江山”是中国古代流传甚广的一

种观念，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有许多“打江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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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或“打天下”“坐天下”的记载。解放战争时

期解放区流传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

最初是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广大民众起来参加土地

改革所作的一种宣传。其作为一种具有理论形态

的口号，则是在土地改革过程中随着群众路线被

解释为贫雇路线而确立起来的。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刘少奇起

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要求

各地党委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

者有其田”。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把自抗战以来

一直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满足农民土地要

求、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这一转变是建立在各

解放区群众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热情极高”

这一估计之上的。为此，《五四指示》要求各地党

委在群众运动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

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

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

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

的不满和动摇。相反，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

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

土地”。同时，《五四指示》要求各地在进行斗争

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

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绝对禁止

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

等办法”。③可见，从一开始，群众路线就是解放区

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

按照《五四指示》的要求，尚未解决土地问题

的解放区应在1946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获得解

决”④。但是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1947年 2月 1
日，毛泽东在给党内的指示中指出，各区都有约2/3
的地方执行了《五四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

了耕者有其田，但是还有约1/3的地方没有实现耕

者有其田。在已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地方，也还有

解决不彻底的缺点存在，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放手

发动群众。⑤3月，中央决定组织以刘少奇为书记

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指导土地改革。4
月 8日，刘少奇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干部

会上指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一环是发动群

众，要依靠群众自己来解决土地问题。”4月22日，

刘少奇在给晋绥边区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

等人的信中又指出：“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普遍的、

彻底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普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的。”要使群众运动“成为潮流，成为风暴，才能解

决问题。”⑥4月30日，刘少奇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

会上再次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他说：“我劝告同

志们不要怕群众犯错误，群众犯了错误并不可

怕。只要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主张这样办，那就这

样办。”“要发动百分之九十的人行动起来，一切由

他们去办，由他们解决问题。”“你们在土地问题上

的缺点，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即群众路线不够，群

众观点不够。”⑦随后，冀晋农会根据刘少奇在晋察

冀中央局干部会上的讲话，指示各地在土地改革

中充分贯彻群众路线，“一切斗争(斗争谁？斗到

什么程度？用什么办法？)、照顾(照顾谁？照顾什

么？照顾多少？)、分配(分给谁？分什么？分多

少？)须经过群众路线，由百分之九十群众充分的

民主讨论，大众公决。”“百分之九十人民可以修改

我们的政策，而我们不应修改百分之九十群众的

要求。”“让农民真正的自己作主讨论决定自己的

一切问题，选举自己的领袖。”⑧

毫无疑问，在土地改革中坚持群众路线的原

则是正确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

地内进行土地分配时就曾提出要根据群众路线和

阶级路线的原则进行⑨。中共七大时，刘少奇在关

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专门阐述了群众路线，这成

了解放区党员干部学习群众路线思想并把它运用

到土地改革实际工作中的基本教材⑩。然而，如何

才算是真正贯彻了群众路线，这仍然是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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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工作中难以把握的问题。1947年5月22
日，《晋绥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陈伯达的文

章《有事和群众商量》。该文强调“一切任务都必

须首先和人民群众商量，在群众面前弄清楚，在群

众中充分讨论，为群众所同意，并由群众自己动手

起来。”“要放手把问题交给群众去讨论和处理。

凡是我们的错误，都在群众面前公开承认错误；群

众所认为不适当的，决定听凭群众推翻，由群众来

重新决定。要根据群众的意见，来改造我们的各

种干部与组织。”这篇文章随后被《人民日报》转

载，并被当作土地改革的重要文件，要求参加土

地改革运动的同志“人手一册，朝夕研读”。然

而，在“放手”的前提下，所谓“商量”也就变成了

“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这直接导致了群众

被赋予无限的权力。1947年 9月，晋绥边区农会

临时委员会在告农民书中，把“群众要怎么办就怎

么办”进一步具体化，提出对于地主、富农和恶霸，

“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要怎样惩办。

就可以怎样惩办”。同时还强调农民“不仅有审查

一切组织和干部的权力，并且有改造农会和改造

一切组织的权利和责任。”晋察冀边区临时农会

在告农民书中也宣告：“从今以后，样样事都得咱

们自己办。干部由咱们自己选举，罢免，分土地、

分浮财、生产、合作社、收粮、收款、收税、扩军、优

抗、出差、演戏、办学校，所有村里大事情，都得大

伙来讨论。哪一件应该办，哪一件不该办，全由咱

们来决定。真正给咱们办事情的机关就要它，不

给咱们办事情的机关就取消它。好的干部咱们要

合作，坏的干部咱们可以批评他，换了他。一切由

人民自己来当家。”这样，《五四指示》强调的各地

党委对解放区的群众运动应当“放手发动与领

导”，实际上变成了只有“放手”而缺乏“领导”，

“放手”变成了“放权”，一些地方甚至还举行了隆

重的向贫雇农“授权”的仪式。

另一方面，群众是谁？这也是各地在执行群

众路线时面临的问题。按照《五四指示》的规定，

群众是指包括贫农、雇农、中农、手工业工人和其

他贫民在内的群体，他们占农村中 90％以上人

口。然而，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群众路线

就是阶级路线”的观点被反复强调，贫雇农与中农

之间也被认为在阶级立场上存在本质差异。尽管

中农仍然被当作“基本群众”，但中农被认为受剥

削程度与贫雇农不一样，因而对土改的要求与态

度也不一样。时论认为，“‘差不多’思想与和事老

态度表现出中农的阶级本质；‘不闹便罢，要闹就

斩草除根’表现出贫农的阶级本质。”“因此领导群

运者必须明确与站在农民中的贫农立场，要为贫

农撑腰，要把问题先交贫农去处理和比较，‘一切

工作通过贫农’，这才是群众路线。”由于过分强

调“群众包含有各种不同的阶层，以至不同的阶

级”，中农实际上被排除在“群众”之外。于是，群

众路线变成了贫雇路线，这意味着放手即是对贫

雇农放手，群众的意见即是贫雇农的意见。中农

的意见得不到尊重，中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一切

都以贫雇农的意见为基础，这被当作是群众路线

阶级性的具体体现。1947年 7月至 9月在西柏坡

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贫雇路线”

的主张。尽管会议并没有接受“贫雇路线”的提

法，但会上对这一提法缺少分析和批评，会后这

一提法仍然在各地得到进一步肯定和宣传。全

国土地会议后，各地在宣传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

神时，都强调要满足贫雇农要求，确立贫雇农在土

地改革中的领导地位，防止中农获得领导权。中

共晋察冀中央局强调“必须建立依靠雇贫的阶级

立场、观点和方法，坚决站到雇贫方面，一切事情

都要去问问雇贫，从雇贫利益出发”。晋绥分局

要求各地先召开贫雇农大会，使贫雇农成为核心

领导力量，以免“被中农占了领导权”。辽宁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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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首先强调贫雇农的领导权，一定要使贫雇农

“不仅能斗争，而且能执政”，要让贫雇农“成为统

治阶级”。这样，贫雇路线又变成了贫雇掌

权。随着贫雇农成为当权者，不仅地主富农被

排除在政权之外，中农也被排除在政权之外。

时论认为解放区农村由此成为“忠厚勤劳的农

民的天下了”。

可见，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群众路线变成了

贫雇路线，贫雇路线又变成贫雇掌权。“贫雇农打

江山坐江山”的口号也从一种反映农民朴素诉求

的口号变成了一种具有理论色彩的影响土地改革

的思想指导和工作原则，其内涵也从经济领域延

伸到政治领域。贫雇农“坐江山”不仅是要在经济

上翻身，而且还要把自己变成统治阶级。因此，

“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本质上是一个政权

建设问题：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和土地改革完成之

后，应该由谁来“坐江山”呢？

二、阶级关系与反封建统一战线的构建

“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凸显贫雇农

的领导地位，反映到阶级关系上，就是把贫雇农与

中农对立起来，把中农与地主富农混同起来，排斥

包括中农在内的其他阶级群体，因而违背了中国

共产党关于团结中农，建立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

线的基本原则。

分清阶级与阶级关系是开展土地改革的前

提。农村中存在地主、富农、中农、小手工业者等

阶级。从总体上看，土地改革前，地主和富农占农

村人口不到10％，贫农、雇农、中农、小手工业者及

其他贫民占到农村人口的90％以上。但是占农村

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

土地。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是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国

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

碍。因此，土地改革在“反封建”意义上实际上承

担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使命：解放生产力，为

实现国家工业化创造条件；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

基，为建立新政权创造条件。为实现这一目的，就

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

“土地改革要和统一战线相结合。”但是，此时的

统一战线已与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在范围和形式

上不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已被排除在统一战线

之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变成了反封建统一战

线。这种反封建统一战线在农村最主要的体现，

就是贫雇农与中农的联合。毛泽东指出：“土地改

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

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

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

“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完全违背了贫雇农

与中农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实际上把中

农与贫雇农对立起来，既忽视了中农及其他阶层

在“打江山”中的重要作用，也把中农和其他阶层

排除在“坐江山”之外。正如陆定一所说，“贫雇农

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表面上看是“阶级立场

稳”，“实际上是排斥中农”，“排斥中农，贫雇农的

江山坐不稳，民主革命不能成功，反会失败”。

联合中农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和主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联合中农，是

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

革命的成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指出：“全

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

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

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

党在《五四指示》中明确规定：“坚决用一切方法吸

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

农土地。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设法退还或赔

偿。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或满

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然而，在土地改革的过

程中，“在一切解放区，却发生了侵犯中农利益，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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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中农的‘左’的倾向”，比如侵占中农土地、不让

中农参加农民代表大会和参与决策、在负担上不

照顾中农甚至加重中农负担、把中农错划成富农

或地主加以斗争，等等。导致这些现象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当时许多参加土改工作的党员干部

固守着“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太行区的

更乐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村1947年9月至12
月进行土地复查期间，工作团因受“贫雇农打江山

坐江山”思想的影响，片面、过分地强调贫雇利益，

把满足贫雇要求的基本政策，和党对其他各阶级

各阶层的政策完全对立起来，强调对土地、浮财、

房子绝对的平均分配以及用“贫雇专政”代替“腐

烂”了的旧的基础。1948年初太行区党委派工作

组代替工作团到该村纠正“左”倾错误时，仍可在

该村看到“贫雇掌权坐天下，贫雇说啥就是啥”的

标语。

“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另一个后果，就是

各地为了防止中农“坐江山”，故意把中农错划为

富农甚至是地主。晋绥兴县蔡家崖一个行政村

内，就有 50多户，约 300左右的人口，被错定为富

农或地主而归入到敌人阵营。山西崞县一区与

城区33个自然村，中农错定为富农者106户，其中

下大林村一个自然村中农错定为富农者44户，错

定为地主者 26户，错定为所谓“下降地主”者 5
户。中农被错划为地主或富农，也与错误的划分

阶级的标准有关。晋察冀解放区在划分阶级时发

生贫农团查三代、比人格、比骨头、比穷等现象。

晋绥分局在土地改革运动初期曾经制定过一个有

关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对什么情况才

可划为地主或经营地主，对土地占有、剥削的方式

和数量，都引用本区的实例加以说明，非常有利于

农村工作干部掌握党的政策。但这份文件在康

生、陈伯达到晋西北后被否定并收回烧掉。康

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以剥削、历史、生活及政治

态度等作为划定成分的标准。晋绥地区所犯的此

类错误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划

分阶级是构建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前提，是分清敌

友、决定政策、决定斗争对象的根据，是土地改革

中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错划阶级的后果就是把中

农与富农甚至地主混同起来，把应该团结的对象

当作打击的对象，从而扩大了打击面，打乱了革命

阵线。毛泽东指出：“我们既要彻底消灭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又要在这个伟大斗

争中不要因为划错与斗错阶级成分及采取错误政

策而打乱自己阵线，增加敌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

立。”“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

危险的地位”，“如果我们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

一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贫雇农打江

山坐江山”所犯的正是这样一种政治上的错误：把

贫雇农之外的其他阶层，都排除在解放区新政权

之外，从而使贫雇农陷入孤立。

按照“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解放区

农村的政权是只代表贫雇农的政权。针对各地在

政权建设时出现“只代表贫雇”的倾向，中共中央

从 1947年十二月会议开始试图纠正。毛泽东在

十二月会议上强调：“在农会委员会中，在政府中，

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随后，任弼时

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的《土地

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也强调，“在农民代表会的

代表中，农会委员中，要有中农参加”，“各级政权

机构中均应有中农参加”。但中央的规定与地方

的执行仍有较大差距。一方面，真正按照中央要

求做到团结中农、吸纳中农参加运动的并不多；另

一方面，一些吸纳中农参加农会或政权机构的地

方，“也存有利用和请客的思想”。报纸和通讯社

在政权问题上仍继续宣传“要更多倾听贫雇呼

声”。1948年1月13日新华社晋冀鲁豫分社的一

则电讯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电讯中有边区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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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应尊重农代会筹委会意见，应依据贫雇农、工

人要求改进工作等语，其中不但没有提到小资产

阶级、中等资产阶级，连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

职业者、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为

此，毛泽东于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冀鲁豫中

央局并告中央工委、新华总社电。电报指出：“像

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

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

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
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
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

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

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

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

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2月11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

又指出，通讯社和报纸“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

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

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

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

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

误”。7月，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局扩大会议

上再次批评了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贫雇农

路线”“贫雇农当家”“贫雇农坐江山”“贫雇农在乡

村中代表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越穷越光荣”及“工

农小资产阶级专政”等错误理论，明确指出：“这些

显然都是违反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

路线的，必须予以纠正，必须严格地按照党在现阶

段的总路线，来具体规定我们的政策。”

口号是动员群众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善

于把群众的要求变成口号，并作为政策来实行。

但基本口号要成为正确的口号，“一定要以对阶级

力量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基础，要规定阶级斗

争战线上革命力量的正确配置计划，要使党易于

把群众引上争取革命胜利的战线，引上新阶级夺

取政权的战线，要使党易于把广大人民群众编成

一支为完成此项任务所必需的强大的政治军

队”。“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不是建立在

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之上，而是

把贫雇农与中农对立起来，把中农与地主富农混

同起来，因而违背了中共关于建立反封建统一战

线的原则，其结果就是使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偏离

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轨道。

三、政权形式与党的领导的确立

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农民“翻身”，而“翻

身”在当时不仅意味着获得土地，而且意味着成为

农村新的主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表

现在政权结构和政权形式上，就是实行“贫雇专

政”。贫雇农通过贫农团、农会等组织形式，主导

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和政权改造。贫农团代替了基

层党组织，农会代替了基层政权，党的领导被削弱

甚至取消。

贫农团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分配土地中发挥

过重要作用，因此当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兴起

后，建立贫农团推进土地改革的想法自然就提出

来了。1947年 4月 24日，刘少奇同朱德致电中共

中央，汇报途经晋绥地区兴县、静乐、宁武、崞县等

地所了解的情况，认为晋绥土地问题基本上还未

解决，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改善现状，难以继续

支持长期战争。电报提出准备组织工作团，到农

村中去帮助农民建立贫农小组和农会组织，依靠

农会组织和工作团去彻底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

革。之后贫农团在晋西北地区普遍建立起来，这

种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要求各地

“要学晋西北的方法，搞贫农团”。1947年全国土

地会议上，刘少奇正式建议全党确定经过贫农团

及农会发扬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各组织

及干部的方针，贫农团迅速在各解放区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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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成为农村一切斗争的领导骨干。为了确立

贫雇农在土地改革中的领导地位，贫农团被赋予

了绝对的权力。比如阜平县委在全国土地会议后

制定的《到村后开三个会议做些什么事》的文件中

规定：一切党员和干部，只准保证在群众中宣传与

执行贫农团的决议，不许违抗和反对或进行与土

地法及贫农团决议不同的宣传，违者开除党籍；实

行雇贫农当家，由贫农团接收村中一切工作，全村

一切人必须绝对服从贫农团的一切决议。贫农

团包办一切的做法得到了中央工委和各中央局的

肯定和支持。1947年 12月中央工委在给晋绥分

局的一份指示中表示：解散旧农会及工、青、妇、民

兵等旧组织，收回其图章，再由贫农团负责筹备新

农会及工、青、妇、民兵等组织；旧干部的审查、撤

换与处分及新干部的提拔、订成分，各种组织会员

的介绍，地主、富农土地财产的没收和这些土地财

产的分配等，均须先经贫农团讨论通过后，再提交

农民大会讨论通过。并强调“这些都可成为法律，

党与政府可训令一切党委、工作团及党员和干部

遵守这些规定去进行工作，凡有不遵守这个方针

和这些规定的党委干部和党员，可给以处分、撤

职、调离本地和开除党籍”。晋冀鲁豫中央局也

要求全体党员“要服从贫农团、农会及农代会的一

切决议，不得违抗”；“凡事要与群众商量，走群众

路线，不得消极放任，强迫命令或代替包办”。这

实际上是放弃了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原本是想

通过贫农团或贫雇小组来推进土地改革，结果不

但贫农团取代了党支部，而且“党支部成了挨整的

对象”。党员在贫农团面前也失去了发表意见的

权利，只好“看上级态度，摸贫雇心思”。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各地在建立贫农团或

贫雇小组之后，要以贫农团为核心，团结中农建立

新农会。新农会不仅要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斗

争，分配土地，而且要领导群众选举村长、区长、县

长，彻底改造政权，农会实质上成为“农民专政的

政权形式”。全国土地会议后，晋绥、晋冀鲁豫、

晋察冀各地着手改造农会，成立边区农会筹委会，

发表告农民书。各地告农民书都强调“一切权力

归农会”，由农民“坐江山”、掌握政权。晋冀鲁豫

边区农会筹备委员会宣告：“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

翻身，也要在政治上翻身。不能保障人民的政治

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政府，我们就要起来改造它。

我们不仅要把贫农团、农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也要把乡村民兵武装、乡村政权都掌握到我们自

己手里。拥护好干部，撤换坏干部。我们还要把

共产党也放在我们的监督之下。我们要把我们自

己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高呼：‘一切

权力归农代会’。”由于新农会仍然强调“必须树

立雇贫农的领导”，并且“应成为乡村中的实际政

权”，因此农会实际上仍然是贫雇农会。农会取

代原有的乡村政权，意味着“贫雇专政”取代了党

的领导。时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

的谢觉哉在日记中把这种以农会取代原有政权的

现象称之为“篡政”，是“自己革自己的命”。

党的领导原本是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的一个

基本原则。1947年中央工委在为配合筹备召开全

国土地会议编辑的《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

一书“例言”中强调，农民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

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胜利，才能够彻

底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够达到最后解放自己的目

的”。彭真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也强调：

“农民是革命的，但无无产阶级领导不行。”“一切

方针、路线、方法、方式，如无无产阶级坚强领导是

搞不好的，这是土改的第一个关键。”在此前后，

一些地方党委从实际工作中也感受到党的领导的

重要性。冀晋区党委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明确指

出：“群众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显然是不对的。”

“群众不接受党的政策时，干部还应说服群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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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领导。”滨海地委在《关于土地改革复查

中几个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指出：“农民当家不

能放弃党的领导”，“越是火热的群众运动，越要加

强党的领导”。正因为如此，在土改的同时，各解

放区也针对农村党组织和党的队伍进行了整顿和

整编。整党的目的是解决党内不纯的问题，“使党

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

领导他们前进”。然而，由于当时对党内存在的

成分不纯思想不纯的问题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

导致许多地方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党组织被完

全抛开、许多党员干部被错误处理的现象，其结

果就是削弱甚至放弃了党的领导。

脱离党的领导，其思想根源仍在于“贫雇农打

江山坐江山”的错误观念。晋绥分局把党的干部

问题、组织问题当作是土地问题、阶级问题和贫雇

农的领导权问题，典型反映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把

党内矛盾与阶级矛盾混同起来、把党的领导与贫

雇农的骨干作用对立起来的倾向。党的领导、贫

雇农骨干、团结中农，这是土地改革运动完整的不

可分割的政策体系。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由于过

分强调“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

怎么办”，导致在土改过程中把党支部抛在一边，

放弃了党的领导，同时也排斥了中农。这一倾向

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1947年十二月会议详细

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

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

出：“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现在要公开讲，不公开

讲容易模糊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坏处多于好

处。”会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党的若干政策的

决定明确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

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

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

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

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

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

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

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

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1948年 4月 1
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再次批评了放弃党

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由

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

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

在土地改革中，党对于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

“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对于人民

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

加以改正”。5月4日，中央在给晋绥分局和西北

局的指示中指出：“晋察冀的经验告诉我们，除对

极少数成分太坏，作风太坏的支部外，工作团采取

完全抛开党的支部去进行土改的办法是很不好

的，应当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容

易产生好坏不分，错误大小不分，否定一切的偏

向，以致分散和减弱土改的领导力量。”此后，有

些解放区取消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基本得到纠

正，党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得以重新确立。

列宁指出：“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

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

定一切。”“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在政权

形式和政权结构问题上偏离了中共关于建立新民

主主义政权的基本原则。对这一错误倾向的纠

正，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上坚

定的原则性。

四、余论：土改、建政与党的领导

综上所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

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也是建政的过程和确立党

对基层社会的领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土地

改革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意识，既

强化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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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转型创造了条件。

第一，土地改革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

级政党意识。

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

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长

期在农村开展革命斗争，绝大多数党员出身农民

和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一般不高，

甚至带有浓厚的小生产意识。但中国共产党不是

农民党，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农民利益而

奋斗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此有深刻的

自觉。毛泽东指出：“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

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

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

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

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

命民主派的领导者。”又说：“假如中国有农民党，

我们也要与它区别。这是要我们共产党员弄清楚

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正是因为中共对自身的

性质和宗旨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及时纠正土改过

程中出现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

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倾向。当然，要使广大农民出

身的党员和干部从思想上完全清除这种思想是困

难的。事实上，“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在

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出现。1951年刘少奇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批

评了党内一些同志“由于他们打下了天下”，“就表

现了居功骄傲以及其他错误的观点”。薄一波也

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而写的文章中

批评了“天下是农民打下的，农民要坐天下”的观

点。他强调，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主要的力

量，“但因此就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与工人阶级

领导无关，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

在中国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获得的”。

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民粹主义者。民粹派重视

农民，认为可以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

义。这种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大的影响，但

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在党内与民粹派的倾向进行斗

争。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特别强调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强调新

民主主义阶段“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从而

把中国共产党与民粹主义区别开来。前述土地

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贫雇农打江山坐江

山”口号的批评、在工农关系问题上对工人阶级领

导地位的强调，都表明中国共产党与民粹派有本

质的区别。另一方面，民粹派主张平均分配所有

土地，并将它视为“发展社会主义形式的一种良好

基础”，他们“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

国生活的村社制度，由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

的可能性”。但中国共产党明确反对农业社会主

义思想。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

上批判了当时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

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并称

这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

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可见中国共产党明确

反对那种企图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避免资本主义

的发展，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

第二，土地改革强化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如前所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阶级关

系和政权形式上都曾发生过“左”的错误倾向，“贫

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就是这一错误倾向的

具体体现。对这一口号的批评与纠正，反映了党

的领导从分散走向集中统一的转变。土改过程中

产生“左”的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策

缺乏明确性”，甚至“政策本身就错了”。比如，按

照中央的规定，中农的土地应该不动，但各地又允

许在群众要求和中农同意的情况下，抽出中农多

余的土地。又比如，各地在划分阶级时出现错划

的现象，这与各地执行了错误的划分阶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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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针对划分阶级成分时出现的问题，1947年
11月29日，中共中央把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

发的《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

题的决定》两个文件删去其中错误部分及与阶级

分析无关部分后发给各中央局、分局，供各地在划

分阶级时参考。随后，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扩

大会议，讨论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党外人士、知识

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

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毛泽东在会上指

出：“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必须注意不要把本来是

中农成分的人，错误地划到富农圈子里去。在农

会委员会中，在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

加工作。在土地税和支援战争的负担上，必须采

取公平合理的原则。”据此，中央工委发布关于阶

级划分的指示，明确划分阶级只有一个标准，“即

占有生产手段(在农村中主要是土地)与否，占有多

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 (剥削关

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也于 1948年 1月 13日
发布《关于改正错订成分与团结中农的指示》，重

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原则，并规定在农民

代表会议中，在农会领导机关中，使中农占有 1/3
左右的比例，并在税收中、土地改革中，照顾他们

的利益。此后侵犯中农利益、错划阶级成分的错

误逐渐得以纠正。

贫农团、农会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重要群众

组织。列宁把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称为“传动

装置”，并认为只有依靠这些“传动装置”才能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

口号的影响下，贫农团和农会不是充当宣传和执

行党的政策的“传动装置”，而是凌驾于党组织之

上，取代了党的领导。这与当时地方党组织执行

中央政策不力有关。由于当时许多地方存在着的

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擅自修改中央的

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

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

略，导致正确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执行，而错误的

做法却得不到纠正)。有鉴于此，1948年 1月 7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

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每两个月向中央

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

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

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

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同时对通讯社和

报纸的宣传工作也做了明确规定，要求“各地党报

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

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

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

前委会)处于平列的地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的建立，为土改的胜利完成提供了政治保障。

第三，土地改革为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

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

从世界范围看，土地改革对政治制度有着极

大的稳定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土地

改革使日本农民对社会主义的呼声无动于衷，并

使他们成为保守党派最强大、最忠实的支持者。

韩国的土地改革也极大地减少了农村中的不稳定

因素，在农民当中削弱了共产党的影响。但是中

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恰恰相反，不仅增强了中国

共产党的影响，而且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

件。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也就

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

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

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因此，“耕者有

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

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但

是，由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进行的，并且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土改完成后实

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因此土改完成之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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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土改过程中中共

对农民进行的阶级教育，也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只

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农民的彻底解放才有可能。

另一方面，土地改革的目标不只是在经济上

消灭地主和富农，而且要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地

主和富农。如前所述，在此过程中，贫农团和农会

一度控制了基层政权，农村事实上成了“贫雇专

政”。中国共产党及时纠正在土改和建政过程中

出现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么办就

怎么办”的错误观念，重申党的领导的重要性，重

塑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意识。中央及时改变原来

的政策，要求各地在土地改革的同时建立区村两

级人民代表会议，并由人民代表会议选出政府委

员会，作为当地的权力机关。而贫农团和农会则

成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的助

手。这样就使原来的“贫雇专政”变成了人民民

主专政，从而保证了党对基层政权的领导。党的

领导的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为中国从新民

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政治保证。

注释：

①当时类似的提法还有“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贫雇当

家作主”“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劳苦农民坐天下”“农民坐

天下，说啥就是啥”“贫民当家”等。

②《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1268、
1280、1281页。

③刘少奇：《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建

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

245-246、248页。

④刘少奇：《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建

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3册，第24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5页。

⑥《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73、74页。

⑦《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21页。

⑧《冀晋农会指示各地 继续全面发动群众 彻底贯彻土地

改革》，《晋察冀日报》1947年5月18日。

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274页。

⑩《中央局召开汇报会议 初步总结土地改革》，《晋察冀

日报》1947年3月21日。

《有事和群众商量》，《晋绥日报》1947年5月22日。

陈伯达：《有事和群众商量》，《人民日报》1947年7月7日。

《土地改革重要文件 有事和群众商量》，《人民日报》

1947年8月21日。

1947年6月晋绥分局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就笼统地提

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310页。此前，一些地方已经出现过诸如“群众的意

志就是法律”“群众要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等提法，但基本上

局限于方法层面而非思想层面。参见《刘杰同志关于察哈尔

省土地改革的汇报(节录)》(1947年1月)，河北省档案馆编：《河

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8
页；潘复生《在民运部长联席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47年1月
20日)，谢忠厚，张圣洁主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

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56页。

《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晋绥日报》

1947年9月24日。

《晋察冀边区临时农会告农民书》，《晋察冀日报》1947
年11月30日。

刘少奇：《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建

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3册，第249页。

授权的仪式各有不同。比如在冀鲁豫解放区，一些地

方直接给贫农授予“权”字红旗。在山东解放区，一些地方则

是向贫雇农“跪地”交权。参见《冀鲁豫复查运动简记》，《人民

日报》1947年7月31日；中共章丘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

会编：《中共章丘党史大事记》，1989年印行，第123页。

刘少奇：《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建

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3册，第249页。

高辛：《要先和贫雇农商量：和申抒同志讨论群众路

线》，《人民日报》1947年10月2日。

《有事和群众商量》，《晋绥日报》1947年5月22日。

刘少奇在全国土地大会的结论中强调：“依靠贫雇农团

结中农的路线，在实行彻底平分的方针下也不变，还是这个路

线。”参见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结论》(1947年9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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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366页。

李昌远编著：《彭真与土改》，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29页。

“贫雇路线”的提法 1948年初在《人民日报》引起了一

些讨论。有人认为“贫雇路线”的提法“过去在党的文件上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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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但编辑部认为“贫雇路线”是“可以提的”，“贫雇路线

就是阶级路线”。1948年2月1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

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示明确规定：“今后可再不用贫

雇路线的字眼，因它很可能放松对中农的团结，使贫雇农孤

立，它会把群众路线混同于贫雇路线。”参见《关于依靠贫雇团

结中农答复常化志、陈光两同志》，《人民日报》1948年 1月 19
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土地改革整党与民主运动的指

示》，《人民日报》1948年2月29日。

《讨论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 全区土地会议胜利闭幕》，

《人民日报》1947年12月31日。

《赵林同志来信关于临县普遍群众运动中几个问题的

检讨》，《晋绥日报》1947年11月3日。

《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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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Reform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CPC's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ower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A Case Study on the Forma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the Slogan "Poor

Peasants and Hired Farmers Seizing and Holding Power"
Ouyang Junxi

Abstract：The slogan "poor peasants and hired farmers seizing and holding power" that emerged in the liberat⁃
ed areas during the Chinese War of Liberation,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land reform period as the mass line was un⁃
derstood to be a line favoring the poor and hired class. This slogan manifested itself in class relations by excluding the
middle peasants and it took the form of a "Poor and Hired Dictatorship" in terms of political power. This led to a de⁃
parture from the path of New Democrac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n the liberated areas. The CPC's leader⁃
ship over rural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was weakened and, in some areas, even dissolve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criticized and rectified this erroneous tendency, reshaping the Party's consciousness of political power. This
ensured realization of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and, simultaneously, it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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